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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表 : 郭沫若致周作人的贺年片 

 

       
 注 释 

 

*贺年片封面未注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盖    

有「千叶市川／３／０-４」的邮戳。 

 

*本文盖有「北京一月八日」的邮戳。 

   

  *文中出现的「鱼拓」「丙」等文字，第  页 

有蔡震的释文(《丙子の字に就て》) 。请    

参照。  

 

 

 

 

 

 

                                                                       

 

释 文 (郭平英)    

 

接到賀年片，見所拓的魚 

形極感趣味。今年是丙 

子,  丙本是鱼尾也。魚尾 

只有半邊，大約這一九三六 

年是有点難過的。 

      鼎堂  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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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郭沫若致周作人贺年卡的本刊谢辞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 

 

 

本会发刊的《郭沫若研究会报》上有幸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致周作人的一张珍

贵的贺年片，我们感到特别的兴奋。郭沫若与周作人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两位巨

人。以前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点不同，加之没有直接交往的一手资料，所

以几乎没有论及两位直接交流的论文。这次我们弄清了两者之间曾寄送过贺年片的

事实，这意味着这两位作家的研究可能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进展。所以本会编辑深

感责任重大。 

 

这次承蒙周吉宜（周作人长孙、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和郭平英（郭沫若

的女儿、著作授权人、前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长）两位的厚意，感谢他们对本会的

信任和关照，我们把他们特意惠寄的保存贺年片的说明文字，编排在本刊卷首。 

 

为了不辜负两位的信任以及对本刊的支持，我们搜集了各种交流文献资料，并

向有关研究人员征稿，终于特组了《郭沫若・周作人两位文坛巨人交流专号》，这期

刊物如果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契机，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吴红华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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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多得的明信片 

郭平英 

 

今年春节过后不久收到岩佐昌暲先生的电邮，告诉我一个足够让人充满期待的消息：周

作人的后人保存着郭沫若给周作人寄来的“未公开的明信片”。 

早些年，我先是通过对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的整理，后又借助对郭沫若的游学家书的校

勘注释，接触到一点有关郭沫若、周作人之间的往来资料，但终究所知有限。这次，岩佐先

生受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先生之托，向我详细介绍了周作人后人围绕这张“未公开的明信片”

的考虑：由于郭沫若的著作权尚在保护期内，明信片的发表应事先征得郭沫若著作权人的同

意，同时希望郭沫若的后人也能帮助收集周作人致郭沫若的信函（照片）。周吉宜先生又特

别附上一句说，对方如果没有信函的存留也无妨，我们也愿意向后人提供这张明信片的照片，

请日本郭沫若研究会帮助表达这些想法。 

 这番考虑着实是慎重而又充满诚意。诚如周吉宜先生的推测，我们在郭沫若生前留下的来

信里，没有见到周作人笔下的东西。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收到的来信被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

遑论流亡日本以前，这自然是由郭沫若的生活轨迹所决定的。感谢周家后人的理解。 

此前，我曾无数次地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过各种活动，竟一直没有机会和现代文学馆

的周吉宜副馆长，这位博物馆的同行相识，真是阴差阳错，好在如今有缘于岩佐先生的从中

沟通。 

我和周吉宜持同样意见，同意把这份不可多得的史料——郭沫若 1936 年初寄给周作人的

明信片交给岩佐先生主持编辑的《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报》发表。 

 

                                        2018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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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致周作人的贺年明信片 

周吉宜 

 

关于郭沫若先生致我祖父的贺年明信片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因没有做过研究，不敢谬

发议论。适蒙岩佐先生诚恳邀稿，思忖于情于理均难以推辞，故略记事情的缘由聊以塞责。 

这枚贺年片能够发表为大家所知晓，实在也是缘于一个巧遇。 

今年 2 月，我和女儿周一茗应邀参加九州大学中里见敬教授主持的《〈春水〉手稿与日

中文学交流——周作人、冰心、滨一卫》国际研讨会，在会场里与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岩佐

昌暲先生不期而遇，匆忙之中没有很多交流。会议后期，岩佐先生引领与会者在校内参观，

介绍郭沫若先生当年在九州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听着岩佐先生的讲解，看着种种展示的物品

和图片，不禁为日本学界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史料的重视所感动，大概也因为这个缘

故吧，我忽然想起家里有一枚郭沫若先生 1935 年从日本寄给我祖父的贺年片。我把这个情

况告诉了岩佐先生，同时告诉他，我和家人都认为史料是应该为学术研究所用的，我们可以

无偿的向日本郭沫若研究会提供明信片的照片，但是作为文字和书法作品，其著作权应该得

到尊重，我们和郭先生的后人没有联系，解决这个问题稍有不便。岩佐先生当即表示非常高

兴知道这个消息，十分赞同我们的想法，研究会和他本人与郭沫若先生的女儿很熟悉，他愿

意出面进行联络。 

研讨会结束后我们返回了北京，不久，经岩佐先生联系，郭沫若先生之女郭平英女士给

我打来了电话，结果是一拍即合——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郭女士还提出希望把这个贺年明信

片收入编辑中的郭沫若书法图集，我们也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不久郭女士委托专人携设备

对这个贺年片进行了扫描，我们也如约向岩佐先生提供了照片。 

关于前文提到的“巧遇”，到这里便已经说完了。但是关于这枚贺年片的经历，还可以

再说几句。 

周作人先生是很重视保存信件的，他保存了自 1917年移居北京后收到的几乎所有信件。

但是这枚贺年片和数万件其他信函，却在 1966 年文革中遭遇了“红卫兵”的暴行，能留存

到今天实属偶然。“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闯入周作人先生家中打、砸、抢，人被殴打，

家具被掀翻，榻榻米被拆开，文稿信件被抛撒满地，“红卫兵”们踩在上面走来走去。后来

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运走，腾空的房间里住进了我们不认识的人。就这样，周作人先生的所

有财产包括这个明信片被抢掠而去，下落不明。文革后我们不断地寻找和追索，终于在二十

二年后从北京鲁博的藏品仓库里找回了包括信件在内的部分遗失物。我们不知道这些是不是

被鲁博“收藏”的全部，也不知道因文革浩劫信件损失了多少，但知道如今各位看到的这枚

贺年明信片，是幸运地包含在被找回的信件中了。 

谢谢岩佐先生给我机会讲述这个贺年片的故事。 

2018年 11月 29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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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沫若致周作人的明信片读出的史事 

蔡 震 

 

郭沫若与周作人在 1934 年夏季周氏赴日期间互有往来，这在《周作人日记》、《郭沫若

致文求堂书简》和郭沫若的日记《浪花十日》中都是有记载的。这应该也是我们迄今所知道

的有关二人直接交往的仅有的史料，但二人之间是否有通信联系，不得而知，在此之后是否

仍有往来亦没有下文。这一纸初次披露出来的郭沫若写给周作人的明信片，当然是很有史料

价值的，它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两个信息： 

 

其一，郭沫若与周作人曾有过互通书信的交往。1934 年 7、8 月之后，他们仍然保持了

书信联系。 

此明信片首句谓“接到贺年片”，显然，这是郭沫若在 1936年 1月初接到周作人贺年片

后所作的回复。那么按常理应该可以断定，二人在之前的 1935 年元旦之际，是有过祝贺新

年的通信的。而往后的 1937 年元旦，大概也不会中断了这样互致新年的问候。至于在贺年     

之外，他们是不是还有其它往来信函，当然要有实物或其他史料印证才可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但以周作人 1934 年“小寓江户”期间与郭沫若往来的情形（请郭介绍结识并拜访文求堂田

中庆太郎）而言，至少在那期间或其后一段时间，应该是通过信函的。 

 

其二，郭沫若与周作人的书信往来，应该不只是单纯的礼节性问候，而有文友相交的内

容。 

如果仅仅作为新年之际互致问候，郭沫若写给周作人的这纸明信片的披露，也只能说确

认了他们二人有过书信往来的史实。但明信片上所言之事，即，关于鱼形拓（片）的文字，

却让这一次贺年往来的信函在礼节性问候之外，传递了更多的历史信息。 

据明信片所写，周作人寄给郭沫若的除贺年片之外，应该还有一鱼形拓片。这当然是关

于贺年之外的事情。周氏何以邮寄了这一纸拓片？不会毫无因由。是他本人特意邮寄的，还

是应郭沫若索求而寄？我以为应系后者。这大概与郭沫若此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丙子の字に

就て》有关。这篇文章以日文写成，发表于《书道》杂志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1936年 1月

1 日）第五卷一月号。《书道》为泰东书道院所办月刊(注1)。郭沫若若所作文章应系约稿，因

为 1936年以干支纪年为丙子年，该刊显然有意刊出一篇以此为话题的文字。《丙子の字に就

て》从字源的演进变化解读了“丙子”二字的本义：“‘丙’的原义是（鱼之尾），‘子’，的

原义是人间的赤子。”更为有意思的是，刊载该文的《书道》一月号杂志的封面设计，在刊

名的两侧对称绘有两条鱼形刻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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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文章作于 1935年 11月 27日，

他在文中认为《尔雅·释鱼》解“鱼尾谓之丙”，

是“极原始的象形文字，恐怕还是渔猎时代

图绘文字的残蜕呢”。那么他一定想找到相应

的   原始鱼形拓片来配合文字（譬如，文中

写到殷周以干支记日，即用了一张殷契卜辞

的图片），但手边一时不得。所以是不是可以

做这样的推测：郭沫若在某次通信中向周作

人提及此事，于是周作人找寻并给郭沫若邮

寄了一鱼形拓片。 

不过遗憾的是，周氏此信寄到日本时，

《书道》已经出版了。又或者周作人所寄拓

片的“鱼尾只有半边”，不适合刊用。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郭沫若寄给周作

人的这一纸明信片的书写内容，清晰地表明，

二人的书信往来应该不局限于礼节性的彼此

问候、致意，他们大概能如文友一样的书信

交往。或者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交情，郭沫

若后来在 1938 年闻听周作人欲包机从北平

南下的传言，即撰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

一文，并在文中对于周作人写下那番情真意

切的话语。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与国内许多学

者朋友、文友，都是通过互通书信的方式开

始交道往来，并一直保持了很好的朋友关系，譬如，与容庚的交往。而与董作宾的交往甚至

是在“十年神交”之后方得“握手言欢”（注2）。书信是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交友的重要方式，

当然也是我们了解郭沫若这一时期生平活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等等最为重要的文献史料。

如果这一纸郭沫若致周作人的明信片具有了这样的涵义，也就让我们有了更大的期待。我们

期待郭沫若与周作人之间还有其它往来书信存世，并能发掘出来。 

 
编辑部注释 
1)泰东书道院是 1930年创立的书法家(日本把书法称做“书道”)社团。其目的是通过书法的普及和提高禆补国家

的文化。其会则规定院总裁为皇族。东久邇宫(天皇的弟弟)为总裁。昭和时期除泰东外还有东方书道绘(1932年),

大日本书道院(1937年),此三个社团分昭和书道界(近藤高史《明治·大正·昭和书道史年表》木耳社,1985年)。 
2) 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的 1929年 8月以“未知友郭沫若”的签名给容庚(金文专家。1894-1983)写信请教。从

此开始书信交道,可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才是 1946 年。郭沫若与董作宾(甲骨文,古文字学专家。1896-1963)的交流

1932 年夏秋间开始。当时郭着手执笔《卜辞通纂》,为了执笔的需要向董帮助提供史料。董答应。郭很感激,从此

开始书信交流。但郭回国后两人没见。1942年才在重庆初见。两人都高兴。董作宾后来写“三十一年春,访郭沫若

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此话见于《“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彦堂与鼎堂》(《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

3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7月)。 

 

图为《书道》杂志 1936年 1月 1日号封面。 

在刊名的两侧对称绘有两条鱼形刻纹。 

摘自蔡震著《在日本期间日文著述考》:《郭沫若生

平文献史料考辨》第 14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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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の字に就て》 

蔡  震 

作于 1935年 11月 27日,发表于东京《书道》月刊 1936年 1月第 5卷 1月号。 

   《书道》月刊由日本泰东书道院出版部初版发行,创刊于昭和七年(1932)二月（）。郭沫若

在流亡日本期间来往颇多的中村不折是该刊编辑部的”协议员”。昭和十一年(1936)以干支

纪年是丙子年,编辑部因以邀约郭沫若做了这篇文章。郭沫若在文中解“丙”字的愿意是“鱼

之尾“,“子”子的愿意是“人间的赤子”。有意思的是,该期《书道》的封面设计,在刊名

两侧对称绘有两鱼形刻纹。 

殷尘(金祖同)后将该文译为中文，题作《释丙子》,刊载于上海《说文月刊》1940年第

1卷第 10-11期合刊。但译文颇多疏漏。译者自己亦谓;“前年在日本时试译,不但文字风趣

全失, 间亦有失原文本意者。”在《说文月刊》  刊出时,因无原文对照,故“无从重校一

过”。              

    

 

 

 

 

 

 

 

 

 

 

 

 

 

 

 

 

 

 

 

 

 

 
 

图为在《书道》月刊上登载的郭沫若用日文写的《丙子丙子の字に就て》原文。文章与图摘自蔡震著《在日本期间

日文著述考》:《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第 1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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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蔡震记有关两人交流的史料性文章/编辑部选 
 

周作人拜访郭沫若 
 

   郭沫若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从踏进文坛后,与鲁迅之间的笔墨之争几乎就没有

中断，后来彼此之间也都有表示过仰慕之意,但终是未能谋面。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称颂

“大哉鲁迅”是由衷的表扬。而郭沫若与周作人在其沦为汉奸文人之前,从未有过文字上的

龃龉。抗战爆发之初,郭沫若还写过一篇《国难声中怀知堂》的文章,称赞周作人是不多的几

位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

几分人格的人”之中一人。他们二人是有过面交之谊的。《郭沫若年谱》(龚济民、方仁念)

中涉及郭沫若与周作人见面的记载有两条，但一条语言不详，一条为误记。郭沫若曾有《浪

花十日》一文，记述的是他在 1934年暑期(8月)到位于海边的浪花村小住十天的经历。文中

提到徐耀辰(祖正)致信说,小寓江户(即东京)的周作人意欲一见。《郭沫若年谱》据此作了记

录,但两人是否见面则不得而知,因为郭沫若没有写到。另一条谱文在 1936 年 2 月的本月事

项下,记载“与周作人晤面”。所据史料为陶亢德的《知堂与鼎堂》一文中提到的 1936 年 2

月 27日致陶亢德的信，信中有“鼎堂相见大可谈”句。这是一个误记。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和《周作人日记》可以澄清、纠正这两条记载。 

    1934年 8月 14日、郭沫若致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的一封信中写有:“今日周作人、 

徐祖正两先生来访，谈及尊处,颇愿识荆,嘱为介绍。拟于十七日午前奉访,并欲瞻仰观潮楼,

不识尊便如何。”8月 18日的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昨日偕周、徐两君奉访、多蒙恳意招待，

归时更蒙嫂夫人送至御茶水,感激感激。”②。由此可知，周作人在 1934年 8月 14日曾到郭

沫若在市川市的寓所拜访他,郭沫若复欲 17 日陪同周往访田中庆太郎。《周作人日记》亦记

载有 17 日访田中事:“上午,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驮木田

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钵の木洋食’田中夫妇为主人。下午一时半回

寓。”③。森氏即日本近代著名作家森鸥外。 

    周作人这次到日本是陪同日本藉夫人回家探亲，但他又以学者身份出现在东京,所以接

待他、访问他的大多是文化学术单位和文化人、比如日华学会、明治文学谈话会、《中央公

论》社等。郭沫若由是生出感概:“岂明先生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黄帝的子孙。岂明夫人

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

兵。”④。 

    根据周作人日记、年谱等有关资料可知，1936 年 2 月时,周作人身在北京，没有可能与

郭沫若晤面。   
 (《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第 364-36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3月) 

 
 注释 

① 《国难声中怀知堂》，《郭沫若全集 · 文学编》第 18卷,第 1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 1月版。 

②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第 152号、153号，文物出版社 1997年 12月。 

③ 《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 1996年 12月初版。 

④ 《浪花十日》,《郭沫若全集 · 文学编》第 13卷,第 3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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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周作人郭沫若东京会晤 

吴红华 

黄唯翻译 

    

五四新文学草创期，留日学生的创作活动非常突出。对此，郭沫若曾说过“中国文坛大

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桌子的跳舞》）。周作人和郭沫若都曾留学日本，在二十世纪初

代表中国文坛的两大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中各自担任领袖角色。周作人

（1885-1967）于明治末期在日本生活了 5年半，郭沫若（1892-1978）则于大正初期在日本

度过了 10年的留学时光。 

之后郭沫若因受国民政府通缉，于 1928年至 1937年期间被迫来日本政治避难，他一生

总共在日本生活了 20年。战后周作人因与日本协作被问汉奸罪，在南京被监禁了 3年之久。 

二人的家庭状况也很相似，他们的妻子都是日本人，并且子女甚多，都担负着赡养大家族的

义务。尽管他们境况类似，但因留日时段的不同，对日本文化的吸收也有差异。再加上二人

自身的生长环境、性格才情、文学思想等各种因素，他们虽然活跃于同一时代，但关系可谓

生疏，在 1934年两人会面之前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对立关系。 

 

一、与文学研究会的对抗意识 

 

始于 1917 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舞台迅速扩大发展。鲁迅及周作人都曾

在《新青年》上发表大量译作、文学评论、小说等，作为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旗手广

受关注。而郭沫若稍迟一步登场。他的代表作《凤凰涅槃》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周作人

的《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见报。由于当时他还在日本学医，没能在初创期的新文化运动的

第一线崭露头角。 

尽管如此，郭沫若和成仿吾、郁达夫等在日本创立了创造社。他们受大正时期日本流行

的浪漫主义、反现实主义、新心理主义，以及之后的普罗文学等的影响，开始标榜打破偶像，

继而推动革命文学，陆续发表了诗歌、小说及散文等。在《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广告中

他们更是直言“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表明了他们对抗既成势

力文学研究会的态度。 

周作人正是郭沫若等人眼中垄断北京文坛的“一二偶像”。郭沫若曾因为在 1920 年 10

月 10 日的《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中，总编辑李石岑将他的诗剧《棠棣之花》排在

了周作人的译作之后而深感不满，立马写信给李石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１]，

更是表现了其对周作人的对抗心理。 

对于创造社初期成员张凤举和徐祖正后被北京大学所聘，和创造社疏远的原因，郭沫若

                                                      

[１] 1920年 11月上旬郭沫若写给李石岑的信中可见处子和媒婆的言论。并在 11月 14日写给郑振铎的

信中公开解释了这两个词。《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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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创造十年》中颇为不满地写道：“重要的原因怕还是那一‘战’罢？那一‘战’把我

们北大教授周作人导师得罪了，倒是千真万确的。”[２]。 

其实有关刊载顺序的争议，在 1933 年创刊的杂志《现代》中也有发生。郭沫若受时任

编辑施蛰存所求，承诺为该杂志连载他的散文《离沪之前》，然而在他得知《现代》第四卷

一号中将自己的连载排在了周作人的《苦茶随笔—性的心理》之后，就马上要求中止连载。

施蛰存赶忙安抚郭沫若，为不影响杂志发行，还暂时登出了连载中止的预告。虽然最终郭沫

若被说服，连载没有受到影响，但施蛰存仍不得不在第四卷第二号的《编者缀语》中特别声

明以照顾郭沫若的面子。而周作人的《苦茶随笔》续篇之后也就不在《现代》刊载，都交给

了《大公报》以及施蛰存主编的另一份杂志《文饭小品》去刊载了。 

然而这些争端追根究底也只不过是席次之争，并不能算得上文学理论层面上的争鸣，所

以周作人对此并未回应。但是随着鲁迅的左倾，最终上海文坛大联合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后，

周作人也发表了一些讽刺左翼文艺运动及鲁迅私生活的文章。在文章中也有言辞较为激烈地

批判文艺中的主义论争，反对单纯化的理论和标语式的言辞表现。他批判郭沫若等的创造社

以及转向左翼的鲁迅等为迎合时代潮流的“载道文学”，并与林语堂等陆续发表“言志文学”

的闲适小品，提倡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示的文学史观。 

发表于 1930年 3月的《金鱼》[３]就是对文坛现状深感危机的周作人所发出的重要信息。 

《金鱼》是周作人草木虫鱼系列的初编。周作人用独特的委婉笔触揭露了身为观赏用小动物

的金鱼最终只能依附饲主而生的本质，意在讽刺上海的普鲁职业文士们最终也需要依靠贵人

豢养，也只是某阶级的宣传道具罢了。可以看出周作人试图通过《金鱼》一文隐晦地批判标

榜革命文学的左翼人士，并表明自己坚守的文学观念。但周作人的批判并不是针对特定的个

人。而对指责《金鱼》的言论，他在写给黎锦明的《半封回信》[４]中这样写道： 

 

老实说，我对于郁达夫、郭沫若诸位先生，一直有相当敬意，但看上海滩上的文坛

战讯，好像是许多的剪刀店，不知为什么那样地在那里混战恶斗。我连这个都不能明了，

更岂可冒昧地窜进垓心去，无端被人家认为某一集团的士兵？我于许多事情确也有许多

意见，例如（1）文学有言志与载道两派，互相反动，永远没有正统，（2）文学没有什么

煽动的能力，（3）文士的职业是资本主义的私生儿，在合理的社会人人应有正当的职业，

而以文学为其表现情意之具，有如写信谈话一样，这就是说至少要与利得离开。现今文

学的堕落的危机，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于他的营业化，这是落到了资本主义

的泥坑里去了，再也爬不上来。 

 

从以上叙述中可知，他的批判也不过出于道义伦理，并不能算得上是对文学理论的深层

探讨。所以就有关周郭在当时文坛上的理论层面的对立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２]《郭沫若全集 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10月）P170  
[３]周作人《金鱼》（《青年界》创刊号 1931年 3月 10日）1930年 3月 10日执笔 
[４]《周作人散文全集 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月）P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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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日本会面 

 

这样的两个人 1934年在日本见面了。 

1934 年周作人偕同妻子回日本探亲，这是他自 1919 年以来的第二次访日。适时正值大学

的暑假，周作人在日本停留了 2个月左右。当时周作人的北大同事、同时也是创造社成立初

期的成员徐祖正（耀辰）也在东京，徐陪同了周作人访日的整个行程。也正是徐祖正引见了

他们两人，两个分歧社团的领袖人物在日本会晤，当时很受媒体关注。 

  《周作人日记》[５]中有二人在东京的三次会面记录。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是 7月 30日，“郭

沫若君同四女来訪耀辰、共談良久而去”。 

关于第一次见面的经过，在郭沫若《浪花十日》中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记录。当时郭沫若

一家住在千叶市川市，每年暑假都去千叶的浪花村避暑，就在出发前的 7 月 30 日下午，郭

沫若带着四女儿前往周作人等留宿的菊富士酒店拜访徐祖正，并与周作人作了交谈。 

至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会面，在《浪花十日》8 月 6 日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天郭沫若

收到了徐祖正寄往浪花村的信，信中说周作人想约见面。该节后续部分郭还写了一段牢骚话。 

 

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羡慕。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

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

士宪兵。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６] 

 

此时郭沫若正迫于蒋介石政权的追捕而亡命日本，然而日本也正取缔打压左翼活动家，

郭沫若也被日本刑警视为危险人物，时时受到监视。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对自己处境的不

满转化为对周作人的不满，而发了这些牢骚。 

  8 月 14 日的《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转乘电车至市川须和田宅、访郭沫若君、

下午回寓已四时”。这日周作人特意拜访郭沫若，是为了请当时与郭交往甚密的文求堂主人

田中庆太郎引见著名的西洋画家·书法收藏家中村不折[７]。周作人、徐祖正和郭沫若三人约定

在 17日于文求堂见面，郭沫若马上就写信给田中告知了此事[８]。 

  周作人之所以想见中村不折，据称是因为周的好友钱玄同对中村不折和郭沫若等人进行的

汉魏书法·篆刻文字的研究很感兴趣，但仅因为这个原因就特意造访实在有点牵强。周作人应

该十分了解郭沫若在古典史学研究领域受人关注以及在日本的困难处境，他也许为了解开同

郭沫若一直以来的各种误会，并觉得有必要同郭就日本文坛的情况交换一些意见而提议这次

见面的吧。 

《周作人日记》8月 17日写道“上午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亦来、同

                                                      
[５]《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 1996年） 
[６]《郭沫若全集 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10月）P392 
[７] 中见里敬「钱玄同致周作人书简」―围绕钱玄同、周作人、中村不折之收藏的日中文化交流」（ 九

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研究开发室年报 2018年 7月) 
[８] 郭沫若写给田中的信（1934年 8月 14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12月）

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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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千駄木町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鉢の木洋食、田中氏夫妇为主人、下午

一时半回寓”。17 日三人先到文求堂，因田中不在，郭带周徐二人到千駄木町的田中家（森

鸥外旧宅观潮楼）。田中请三人入府并给他们看了自己珍藏的书籍。[９]午饭时间，田中夫妇

招待客人到大学附近的西洋餐厅“钵之木”共进午餐，席间交谈甚欢。当晚田中还同周作人

一行参加了日本诗人会，会毕送周回酒店，当晚写信给中村不折。18 日，田中拜访周作人，

并告知已约定 20日造访中村府。 

 关于此后两次的见面，《浪花十日》中只记录了收到徐祖正的信件，并未提及之前 7月 30

日的会面和之后同中村不折的交往。经过第三次会面，我认为周作人和郭沫若之间应该有过

许多对话，但不知为何二人都对会谈内容避而不谈。关于二人的微妙关系，或许还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考察。 

 

三、会面后二人的变化 

 

两人东京见面以后，双方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郭沫若对于之前猛烈攻击周作

人的姿态稍有控制。另一方面周作人也在文章中更多地提及郭沫若。 

1935年，周作人在《科学小品》一文的开头，提及了收到商务印书馆赠送的郭沫若翻译

的 H.G.韦尔斯等写的《生命之科学》，并称赞郭沫若身为医学生同时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

很胜任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郭沫若于 1929年开始翻译巨作《生命之科学》。之后因书店失火失去了原稿，但他仍然

没有放弃翻译工作。前文中提到他和周作人见面的 1934年在浪花村时就正在翻译这部巨作。

当时郭沫若不知有否提及此事，但周作人收到赠书后仔细阅读了郭沫若的译文，并举了具体

的例子说明其译文的价值。周作人的这篇书评很值得一读。在周的书评《科学小品》的后半

部分，周作人以他特有的笔触，翻译了自己喜欢的汤姆生的《落叶》中的一段，对当时文坛

流行的科学小品下了自己的定义，并以《落叶》为例进行了说明。该文有周作人特有韵味。

可以看出两人的良好关系相辅相成，成就了这篇趣味盎然的文学书评。 

同年，周作人和郁达夫各负责编辑散文集，周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收

录了郭沫若的七篇散文。可见周作人对郭沫若的文学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作人在同年发表的《谈方姚文》，以及次年的 1936年发表的《朴丽子》中都提及了郭

沫若的历史小品《孟夫子出妻》。可以说，正如同对郁达夫的评价一样，周作人对郭沫若的

突出表现也十分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考察周作人对郭沫若的态度时，还应该注意到周作人访日时，曾受左翼作家藤森成吉

邀请之事[１０]。 

其实周作人当时一度谢绝过藤森成吉的邀请，但最终还是接受邀请，于 8 月 21 日造访了

藤森宅，和日本普罗作家们见面会谈。当时在场的还有神近市子、德永直、秋田雨雀、渡边

                                                      
[９]周作人《十竹斋的小摆设》（1935年）一文中，提到中国唯一一部王孝慈所藏的原刻珍本《十竹斋

笺谱》现为田中所有，自己曾在田中处看过这部珍本，并说明了鲁迅等人复刻这部珍本的价值。 

[１０] 刘岸伟『周作人传・一个知日派文人的精神史』（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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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三、岛田和夫、江口涣等人[１１]。藤森成吉曾在郭沫若六高时代教过他德语，也许这天他

们的话题中也会谈及郭沫若。 

无论如何，周作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拒绝同普罗文学作家们的交往。周作人的人道主义、

他致力的“新村运动”、坚决反对强权和统治的自由精神，使他无法完全否定左翼文学。 

1937年，郭沫若不顾家人的反对，单身秘密回国投身抗日运动。与此同时，他写的给周

作人的书简《国难声中怀知堂》[１２]中，使用了如“如可赎身兮，人百其身”等郭沫若特有

的夸张表现，呼吁周作人离京南下。 

根据陶亢德的《知堂和鼎堂》[１３]一文，对于郭沫若的呼吁，周作人回以“且感且愧”。

对周作人来说，携家带口离京绝非易事。但是及至周作人在沦陷区担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甚至是傀儡政权的教育督办等要职时，两个人便分出了明暗。 

 

四、二人的晚年 

 

在亡命日本期间，郭沫若寄给出版社总编辑和友人们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要求对方支付

稿费的交涉，可见当时郭沫若一家的生活已经困顿到了什么地步。 

 然而该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其中对古代史研究、甲骨

文和金石文的研究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另外他的历史小品《豕蹄》、诗剧、《漂流三部作》

等，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他还尝试了各种翻译和自传体散文。这些都是他为了养家，笔耕

不辍的成果。这个时期他写给前文提到的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的信中也频频提及经济状况。田

中为了救郭沫若于困顿，陆续帮他出版了许多作品。《石鼓文研究》（1933）、《古代铭刻会考》

（1933）、《古代铭刻会考续篇》（1934）、《金文余释之余》（1935）、《西周文辞大系考释》及

《西周文辞大系考释图录》（1935）等研究书籍都先后由文求堂出版。另外如《我的幼年》、

《北伐途次》、《创造十年》、《黑猫与塔》、《黑猫与羔羊》等自传体散文和《生命的科学》、《日

本短篇小说集》等翻译作品也是这个时期完成的。 

郭沫若的生活在建国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曾经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与共产

党有并肩作战的经历，建国后他先后担任政府要职。他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第

一任院长、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全人代常务副委员长、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在文学及史学领域担任指导职位。反右派运动之后，由于他积极进行自我批评，被作为知识

分子成功思想改造的例子而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而周作人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汉奸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在晚年经历了难以想象

的悲苦生活。周作人出狱后受过去弟子和友人的资助，勉强在北京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建

国初期，周作人受命翻译古典希腊文学及日本古典文学，靠着翻译的报酬赡养大家庭。及至

                                                      
[１１] 参照《周作人日记》1934年 8月 21日 
[１２] 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1937年 8月 30日 
[１３] 陶亢德《知堂与鼎堂》（《古今》半月刊 1943年 20·21合订本）中引用周作人的信： 

     赐信均收到。鼎堂相见大可谈，唯下笔时便难免稍过，当作个人癖性看，亦可不必计较, 

故鄙人私见以为互訐恐不合宜，虑多为小人所窃笑也。偏见必必有当，聊表芹献耳。 

十五日所寄刊物四册于今日收到，至为忻喜，鼎堂先生文章得读，且感且愧，但亦不敢 

不勉耳。一九三七年十月二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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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出版社不再预付他稿费，他的生活也开始愈发捉襟见肘了。晚年他靠着给香港的

鲍耀明、曹聚仁以及松枝茂夫等日本友人寄稿和书籍，来换取必须的参考资料、药品，以及

牛油、砂糖等日本的调味品和嗜好品。 

在这样的穷困生活中，周作人翻译了大量作品。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翻译或校订出版

了《日本狂言选》《石川啄木诗歌集》《古事记》《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平家物语》《枕

草子》《徒然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全译伊索寓言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阿里斯托

芬喜剧集三集》等作品。对于一个已经年过七十的古稀老人来说，这样繁重的工作量令人咂

舌。最终他却毫无尊严地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周作人在晚年也曾提及郭沫若。鲍耀明曾寄给他赵聪的《五四文学点滴》，他阅读后他

在给鲍的信中这样叙述了自己的感想。 

 

书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省略）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

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

说你是铁，你是鋼，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１４] 

 

 

从这封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并没有对郭沫若有特别的坏印象。只是对郭沫若的

夸张表演，没有一以贯之的主张和主义的态度无法苟同。也许这才是周作人对郭沫若最确切

的评价。 

 
(此文第 20号原载时的日文题名为《知堂·周作人与鼎堂·郭沫若》，现按作家的意思改题名) 

                                                      
[１４]参见《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月）P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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